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

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

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

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

换言之，即将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其

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做好

包括商业、金融在内的经济工作则是适应转变、胜

任工作的关键。 货币的信用程度是检验一个政党

能否稳固地领导政权的重要标准，国民党政权的覆

灭就与其金融紊乱所造成的信用危机颇有关系，这

一事实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谨慎对待货币问题。

早在 1948年 12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

发行人民币①。 人民币诞生伊始即承担着两项任

务：其一，治理旧政权所造成的货币乱象；其二，统

一全国市场。 但是，人民币作为新的国家法定货币，

其信用并不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就自然而然形成，

必然要经历一个斗争的过程。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

党需要在经济战线开展货币斗争，治理遗留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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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而取得群众对人民币的信任，最终才能实

现人民币统一全国市场。

因广东毗邻港澳，尤其与香港地区有着紧密的

经济联系，导致广东的金融问题更为特殊和复杂，

突出表现在货币方面。 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通

货膨胀、侨汇等诸多历史原因，港币早在晚清时期

就开始在广东流通，且数量之巨、流通范围之广、人

民信任程度之深，在全国仅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

于广东货币乱象的治理，实际上是围绕着治理港币

问题展开的。 又因港币是外币，与国外势力有着深

刻的关联，这使得港币斗争成为一场捍卫国家经济

主权的“战役”。 因此，同其他地区的货币问题相

比，广东港币治理的斗争性更为强烈，特殊性更为

明显。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②（以下简称华南分局）认

定，“对港币的斗争仍是一个严重的货币阵地争夺

战，又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不能

当作一般外汇问题来处理”，而斗争的过程又不能

一蹴而就，必须在“利于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的总

原则下做到识变从宜[2]（P187）。 本文将利用档案、报

纸等资料，考察广东港币问题产生、治理的历史过

程，揭示其复杂性、整体性等，以求将这一领域的研

究进一步深化。

一、港币问题的缘起

港币问题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自从 1842年起毗连广州的香港地区被割予英国而
香港地区居民又以国人占最大多数，两地交通畅便，

商旅往来频繁，因此广州受香港地区的影响为最大”；

广东地处华南沿海，其中“广州又是一个最先与外

来势力接触的都市”，因而是帝国主义对华实施经

济侵略的前沿；“加以近年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

情的多次的经济上的抢掠与剥削压迫人民，以使用

外币为经济的武器”，民众不得不利用港币降低通

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粤省侨居国外的人士很多，因

而在各省中粤省的侨汇也最多”，由于国内币制不

稳，许多侨汇转至香港地区兑为港币后，方才寄回

内地，以上皆为广东港币问题的缘由 [3]。 港币虽由

港英政府发行， 但内地所流通的港币常年占其总

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广东特别是广州又占内地的绝

大多数，港币问题逐渐成为顽疾，困扰着广东社会

长达百年。

港币与内地法定货币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晚清

时期。 港币始于 1845年由英商东方银行发行的银
元代用券，但该券影响力有限，真正普遍流通使用

的是港英政府于 1872年授权汇丰银行发行的一元
纸币[4]。 而一元港纸③自产生之日起，便有目的地向

内地流入，“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

于华南各地”[5]（P23）。 对于港纸在华南的流通，清政

府通过发行纸币予以回应。 1904年，广东官银钱局

开始印发纸币，分“毫子票”和“大元票”两类，此外，

大清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也印发银元

票等纸币。 广东纸币发行之初，其在市面流通顺畅，

“因而省内佛山、陈村、西南、大良、石龙各镇，均乐

于行使，而汕头、香港地区又有支号推广；澳门商场

亦乐通用，罕用港纸，以免贴水之扣算，只此一埠，

销纳纸币达三四百万元”，内地发行的纸币于一定

程度上抵制了港纸的扩张[6]。 这是内地货币与港币

之间的首次斗争，可以看出此时港币在广东的根基

尚浅，所以清政府能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效。

自 1912年起，港英政府先后颁布《外国铜币条

例》《外国银镍币条例》，禁止外国（除英国贸易银元

外）金属硬币在香港地区流通，这一措施极大地巩

固了港纸在流通中的地位，也对当时实行银本位制

的广东货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为了保证港币币

值，港英政府割裂了港纸和粤毫的联系，“从前香港

地区通用粤毫，港币补水，每百元七八元耳，嗣港中

采用前例，买卖禁用粤毫，香港地区西纸④之用途激

增，粤毫反之而日减，西纸遂涨至每百元加水十五六

元，迨省银行倒闭，纸币不复流通，而毫银笨重难

带，于是粤人改带西纸”，由此可知，港英政府利用

粤港经济联系密切的特点，通过政策干预，达到了

在广东市场上外币驱逐本币（粤毫）之侵略目的，从

而深刻影响了广东经济[7]。 最终出现“西纸高毫银

低，不啻粤人无形损失二三千万矣”的局面，广东民

众在这场港纸对粤毫的斗争中损失惨重[7]。 米价尤

能反映港纸不断升值所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广

东）米行赴港办米，必用西纸，因而米价翔贵，贫民

生计，大受影响”[7]。 至 20世纪 20年代，港纸已经渗

透广东商界，“时涨时跌，商界感受痛苦，莫可言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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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后，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于 1924年颁布《禁用港纸条例》，次年又发布《取缔

外币条例草案》，另外，他还采取“现兑”和“兑现”的

政策来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并加以推广，这都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港币的地位。 之后，因战争、政局动

荡等因素，广东发生了多次金融风潮，每有战事则

必有挤兑发生，如受福建事变影响，广东省银行遭

受挤兑，其纸币币值跌至八成，在多行业遭到抵制

使用[9]。 而这些金融风潮以及本地币制的混乱给港

纸进一步巩固广东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流通 （本

地）纸币中，尚有大洋券与毫洋券之分，商民交受其

困，于是外国银行之纸币，遂乘虚而入，因商民乐于

接受，及投机商人之买卖，发行额日益增加”，“香

港地区该三行（汇丰、麦加利、有利）之纸币发行数

额，大半均流通于广州、汕头等华南各地”[10]（P232）。

以广州市内的银钱店为例， 他们表面以毫银交易，

实则“隐然以香港纸币为本位”，均以港纸计价[11]。

1935 年 11 月，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

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宣布推行币制改革，以法币

为官方货币，谋求全国统一币制。 国民政府财政部

部长孔祥熙在致广东币制改革特派员宋子文的电

报中指明，“查粤省与海外交通最早，工商业素称发

达，各地华侨汇款回国者，为数亦巨”，“故粤省纸币

之统一，与夫金融之安定，不仅关系粤民之经济，而

于我国整个国际收支上，亦颇有影响”。 但他也指

出了广东省政府基于地方利益和复杂的金融状况

明显对法币有抵制之意：“乃前粤省当局未能深明

此义，实力奉行法令，仅袭取法币之名，以省、市银

行所发之毫券为法币，其发行准备，并不照中央规

定办法，遂致纸币滥发，港、沪汇价奇涨，金融市面

不安；工商各业均受其害”[12]。 因此，国民政府在广

东推行币制改革并不顺利。 广东币制改革不可避

免地关联到外汇。 1936年，两广盐运使陈维周在同

国民政府财政部代表唐海安的会晤中，“谈及粤省

改革币制后外汇问题迄今未得解决，连日港纸市价

增涨不已，关系匪轻，现拟将大洋二千万元或较多

数交存广州中、交两行作为抵押，请求钧部（财政

部）借拨相当外汇数目，俾资调剂”，可见币制改革

中国民政府必须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方能协调好

与港纸的关系，而“粤省港汇暴涨，实于当地金融、

人民生计均有妨碍”便是港纸已经深入浸染广东的

直接证据[13]（P677）。 国民政府更希冀于法币先统一

全国市场，“广东金融枢纽而为港纸所操纵，亟应乘

此时会在粤确立中央法币之基础，以完成法币为全

国国际贸易唯一之媒介，不独使粤省商民于国际间

贸易可减少汇兑上之损失，即省际间贸易亦可减少

彼此货币更翻转换之亏耗”[13]（P689）。 照此构想，国

民政府必然谋求币制稳定以实现法币于广东之绝

对信用，进而在经济往来中消弭港纸影响，“中央银

行苟欲以法币替代港纸，则必先安定粤省币制，使

粤人均认中央法币之信用，殊不下于港纸”[13]（P689）。

在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港英政府也宣告

放弃银本位制，进行改革。 新币制将纸币规定为法

定货币，并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港英政府设立相

应保证基金，这使得新港币（以下所称港币与港纸

同义）比较稳定。 因此，法币想要在广东取代港币

的地位依旧困难重重。

1937年 6月，广东发布《统一粤省币制改革办

法》，规定从次年 1 月 1 日起，以法币为本币，按比

价收换省内货币。 随后又公布补充办法，规定所有

存汇款项“一律以国币支付，不得再用毫银，或外币

支付”，并“不得私自将西纸私运省外”，进行外汇管

理，“抑或消除西纸深入本省国民经济范畴”[14]。 但

适逢全面抗战爆发，上述办法无法实施，广东市场

上依旧是港币、粤毫等多种货币混合流通。 1941年
日军占领香港地区，将港英 3大银行未发行的新纸
币全部投入市场流通，仅汇丰银行由于慌忙撤离香

港地区，“连价值 1.19亿港元、没有签字的纸币，也

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时间将它们销毁”[5]（P148）。 在

日军的威慑下，“祁礼宾（时任大班）等被胁迫在这

些未经签字的钞票上签字画押，1亿多港元的钞票
一经签字，日本人立即将它们发行”，实际上，这笔

港币大多流向广东[5]（P149-150）。 1943年，日军宣布

禁止港币在香港地区流通，市面只许使用日本“军

用手票”，并限期香港地区市民将手中港币兑换为

军用票，而日军则将私发的港币投向广东，利用港

币在广东市场的地位，大肆掠夺广东人民的物质财

富。 抗战胜利后，日军印发的非法港币并未被港英

政府宣布无效（如若宣告无效，将极大损害港币信

用），大量非法港币依旧流通于广东。 此时，由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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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已现崩溃之状。港英政府则

利用“法币在广东信用下跌，港币信用则稳固”的时

机，不断加大港币发行额，进一步控制广东市场，

其发行规模之大，为各时期之最（见表 1）。 1948年

8月 19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宣

布以金圆券取代法币，“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

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

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

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15]。港币作为在

广东长期流通的外币，也被要求“照中央银行外汇

汇率兑给金圆券”[16]。 南京政府开展的禁用外币行动

起初尚有成绩（见表 2），如金圆券发行第一周，便

收兑港币 1445余万元，其中“港币则以广州最多”，

但相对于港币庞大的发行额，以上收兑额仅占少部

分[17]。 然而，该现象并未持续长久，金圆券发行时间

虽短，但其贬值速度之快远超法币。 随着金圆券的

崩溃，收兑港币不仅无望，民众对港币的信任和持

有量反而日甚一日。

自晚清港币流入广东之后，内地政府都曾颁布

禁用命令，以求治理港币问题，但均是禁而不止，无

法阻止港币流入。 久未解决的港币问题遗留至广

东解放后，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表 1 香港地区英籍银行纸币发行额及地区流通额估计表

单位：（港币）元

注： 上述数据来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

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金融

研究所.广东文史资料 （第 69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2.35-36.

表 2 中央银行收兑港币统计表

注：以上数据来自洪葭管.中央银行史料 1928.11-1949.5

（上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339.

二、广东解放过程中对港币问题的
初步治理

广东解放前夕，其金融之紊乱、货币之繁杂已

经达到几乎失控的程度。 港币凭借多年以来建立

的信用，趁着大陆政局动荡的机会，进一步稳固广

东市场，在粤省流通额达到了历史最高。 在这种情

况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各解放区分散发

行新货币，进而又发行统一货币，以此开展港币斗

争，对港币问题进行了初步治理。

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广东解放较晚，且民国

政府在逃离大陆之前曾迁至广州，形形色色的货币

随之转移至广东，导致原本就紊乱的广东金融市场

变得更加复杂。 1949年 7月 3日，民国政府行政院

鉴于“我国民间习用银元、信用硬币，自法币、金圆

两度贬值以来，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决定“实行‘币

制改革’，以银元为本位，并发行银元兑换券”，并针

对外币问题提出，“如准外币买卖流通，不仅不成政

体，且足影响市场，自应加以禁止”[10]（P658）。形同废

纸的金圆券正式停止流通，银元券成为法定货币。

其实，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银元券的影

响仅在华南、西南等少部分地区有所显现，至于禁

用外币的条例，其在港币统治的广东地区更是无法

有效实施。 此时，包括广东在内的整个华南地区“在

年别 发行总额
在香港地区 在内地流通额
流通额 合计 在广东 在其他地区

1890 13281000 4247000 8854000 6198000 2656000
1900 19860000 6620000 13240000 9768000 3972000
1910 22474000 7491000 14982000 10488000 3494000
1911 31577000 10525000 21051000 14736000 6315000
1912 32279000 10759000 21519000 15063000 6455000
1915 35343000 11781000 23502000 16493000 7068000
1918 48577000 16192000 32385000 22671000 9713000
1920 59284000 19761000 39522000 27666000 11856000
1921 66158000 22051000 44102000 30871000 13230000
1925 66541000 22181000 44360000 31052000 13308000
1929 88372000 29457000 58915000 41247000 17677000
1930 133110000 44370000 88740000 62118000 26622000
1931 153631000 51210000 102402000 71694000 30728000
1935 140050000 46683000 93366000 65356000 28009000
1936 157457000 52485000 104971000 73479000 31491000
1937 232505000 77501000 155003000 108502000 46501000
1940 231745000 77248000 154496000 108147000 46349000
1941 287231000 95737000 192457000 134732000 57742000
1942 277712000 92570000 185141000 129599000 55542000
1945 289380000 96460000 192920000 135044000 57876000
1946 459036000 153412000 306042000 215217000 91807000
1948 769154000 256384512 512769000 358928000 153830000

1949（4 月） 880952000 293605000 587301000 321170000 176190000
1949 年底 802924000 481754000 321170000 256936000 64240000

地区 各地收兑港纸总数（元）

东区 298611.10

南区 76402561.48

西区 29880.00

北区 53848.40

中区 176082.96

合计 76960938.94

上海收兑总数

合计 10364401.82

总计 873253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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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通的货币，除各色各样的银元、双毫、铜元及

蒋匪所发行之伪金圆券、伪大洋券、伪银元券外，还

有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之港币、美钞、葡币、越币、叻

币、菲币等等，有些地区则长期实行物物交换，主要

地是用米、纱作为交换的手段”[18]。 以发行单位划分，

市场上流通的既有国民党发行的各色货币，又充斥

着以港币为代表的诸多外国发行之货币。

国民党货币方面，金圆券、大洋券、银元券主要

流通于广州，因民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出现了严重的

贬值，在民众中的信用极差，如银元券，“稍为有地

位与明达之华商，对‘银元券’唾之卑弃”，所以，它

们的流通范围相对有限[19]。 而银元与双毫并不同，

1935年的币制改革实际上在广东并未完成，战后又

遇法币贬值，加之银元、双毫在广东流通多年，影响

很大，因此流通范围很广，遍及西江的开建、封川、

罗定，北江的南雄、始兴、乐昌、连县、阳山，粤中的

阳江、阳春，南路的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廉江、吴

川、遂溪、海康、徐闻等，其中银元行使以北江为多，

双毫行使以南路为多[20]。 银元、双毫流通面看似虽

广，但广东各地大多以港币为主要交换手段，其流

通量并不多[2]（P250）。

外币方面，“港币的流通区为潮汕、珠江的全区，

粤中、东江的大部，兴梅、北江的一部”[21]。 “省内分

布约计广州 80%，东江、潮汕 8%，四邑、南路 7%，

中山、宝安 2%，湛江、海口 3%”，这决定了之后的

港币斗争必然是以广州为中心[2]（P187）。 关于港币的

流通额，华南分局认为，“港币发行量六月半（1949
年）止已超过九亿，其中六亿在我国内流通，估计分

布情况为华南占 88%，华东、华北 12%，在华南者

广东占 90%”[22]。 美钞在“广州及粤中区一带，只有兑

换流通，甚少直接行使”[23]，美钞在华南的地位虽不

如港币，但也有相当影响，“华南流通之美钞估计达

3000 万”[24]（P185）。 葡币主要流通于靠近澳门的中

山一带，据澳门西洋银行统计，截至 1948 年 9 月，

“实际流通市面的大小葡币，仅得 21229575.68元”，

流通内地的更是少之又少[25]。 越币仅活跃于“南路

区的防城、钦县、合浦的北海、廉江的安铺一带”，流

通额也较有限[22]。

面对国统区经济崩溃、货币紊乱的局面，广东

已经解放的地区遂着手自行发行货币。 1949 年 3

月 30 日，中共粤湘赣边区党委在给中央的电报中

说道：“现各地对蒋币信用丧失，难于流通，群众一

致要求我们发行货币”[26]（P224）。其他各区也纷纷表

达了发行货币的诉求。 各区所发行的均为区域性

货币，这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斗争环境决定的，“（华

南）分局考虑到当时华南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还处于

相当分散的环境，活动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分割的状

态，统一的财政制度在各区之间尚未建立起来，由

分局主持发行一种统一性的通货，实际上还存在着

许多不容易克服的困难，而有些地区则在短期间尚

未具备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26]（P235）。 因此，

华南分局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区分散发行，

“由你们（各区）在各自管辖的地区，首先分别独立

发行一种流通券”，“发行之后，两区可以互相取得

联系，并订立一定的比价，于必要时明令宣布准许

互相流通与兑换”[26]（P235）。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

广东新解放地区各自发行了流通券，并开始迅速占

领市场：“大北山、大南山、揭阳、潮安、潮阳、丰顺、

普宁等许多县都流通裕民券”[27]（P537）；“‘新陆行’

流通券流通的地区，包括东江解放区的海丰、陆丰、

紫金、五华等县及潮汕地区一些地方共有 10 多个
县”[27]（P541）；其余货币基本流通于一隅。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速，广东解放区的形势

出现新变化，亟待建立统一的金融机构。 1949年 7
月 3日，南方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南方银行）总管理

处成立，并规定“南方人民银行发行之新币（简称南

方券），定为华南解放区的本位货币，在新币流通地

区，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应以新币为

本位”，同时将收回各区发行之货币，至此，南方券

成为广东解放区的统一货币[26]（P293）。 随后，中共中

央在 7月 14日对于新解放区的货币政策也做了明
确的指示，即“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人民民主

政权已经建立的地方，应该向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

育工作，揭发国民党匪帮的阴谋，说明伪币的祸害，

展开反银元投机斗争，迅速肃清一切伪币，禁止银

元流通，扑灭匪特奸商的金融捣乱活动，拥护人民

自己的人民币，保护人民的经济生活利益”[28]。

自南方券发行之后，广东各解放区的货币相继

停印并收回。 不过，在个别地区也有特殊情况，如

裕民券已在潮汕解放区建立信用，故少量裕民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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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券并行流通至广东解放后。 至于解放区货币

的流通额，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的方方在 1949年

9月 21日的汇报中做了统计：裕民券：（潮汕）已发

行四百多万元；新陆行流通券：（陆丰）已发行 60万；

九连流通券：已发行 6万元；大埔流通券：已发行 1
万元左右；南方券（分局）已发行 700-800 万元，最

近又增数 200万元，共为 1000万元[29]（P352-353）。

在解放广东的过程中，为了尽快结束广东货币

市场极度混乱的局面，各地建立的新政权坚决执行

了中央的部署，迅速发行了区域性货币，并立即开

展了对相应货币的斗争，以树立新货币的威信。 而

这一斗争又以南方券的发行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

广东的货币斗争表现为：各解放区货币驱逐国民党

货币和外币，宏观上虽有统一的政策，但解放区基

本从自身实际出发各自为战；南方券发行之后，货

币斗争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分散到逐步统

一、从独立到集中。 而工作任务也发生了转变，不

仅要继续展开对国民党货币、外币的斗争，各解放

区发行的货币也成为其工作对象，需尽快以南方券

取而代之，让南方券统一广东货币市场并树立绝对

信用。

在诸多货币之中，港币作为特殊存在的外币，

不管是从分布范围还是流通额来看，在广东货币流

通领域都有着强大的地位，大量的港币散布在民众

的手中，且其信用深受民众的信服。 中国共产党也

认识到货币乱象深层次的问题，即尽管广东的币制

十分繁杂，但斗争的主要对象却十分明确，货币斗

争就是围绕着港币展开，其主要内容就是港币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港币斗争实际上在各解放区发行

货币后就已经获得充分的酝酿，时任南方银行经理

的蔡馥生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甚至认为“华南对港

币的斗争是从去年（1949 年）8 月间南方人民银行
在解放区成立，潮梅行政委员会公布金银、外汇及

对外贸易等管理暂行办法的时候开始的”，并一直

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8]。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港币斗争有困难，

亦有经验。 一方面，广东异常紊乱且复杂的货币状

况所造成的金融困境，也注定之后的港币斗争必然

是一场艰难的货币战；另一方面，广东各解放区已

经对港币进行了初步斗争，这为全广东的大规模港

币斗争做了准备。

三、广州解放前后港币问题治理重
点对策的制定

由于港币在广东地区有着长期而巨大的影响，

港币问题已然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 如果采用简

单粗暴的办法解决港币问题，一禁了之，不仅会损

伤民众利益，还会损害新生人民政权的形象，对人

民币的推广和使用反而起到反作用。 因此，新生人

民政权必须正视并承认港币在广东的影响力，在这

个基础上因势利导，制定合理的治理策略。 正如叶

剑英所强调：“在广东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港币的

政策问题，港币在广东已不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

的通货”[30]（P300）。 华南分局在认真分析了形势之

后，实事求是地制定了正确的策略：立足于货币流

通的全过程，明确港币流通的范围，控制市面港币

的流动，严防港币流入的源头。 具体来讲，港币政

策就是要解决港币的使用问题、港币的收兑问题、

港币的流入源问题。

首先是港币的使用问题。 早在广东各解放区

发行货币之时，就面临着处理新币与港币的关系，

各解放区新生政权对港币的使用办法一般是通过

发布外币规定（实际是针对港币的规定），大致分为

两种办法：一是“直接禁用”，以潮汕解放区为代表，

如发行裕民券之时，潮揭丰行政委员会便规定，“严

禁外币在市面流通，所有外币买卖向裕民行照价兑

换”[26]（P205）。 另一种是“逐步禁用”，华南分局多持

这种态度，华南分局在关于发行新币、建立银行的

指示中提出，“对于外币，因其币值稳定，并已在人

民中植下了相当强固的基础，而我们今天又无法有

效实施对对外贸易与对外汇兑的管理和控制，故应

慎重进行，但仍需研究采取各种适当办法，实行逐

步的打击与孤立，以致最后禁止其流通”[2]（P27）。 相

较而言，在潮汕这一局部地区直接禁用外币（港币）

是可行的，因为该区域较小且有稳定的裕民券，故

禁用政策能够充分被执行。 但华南分局的指示是

针对整个华南地区的情况做出，鉴于港币的实际影

响力，逐步禁用更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的广东港币斗争的主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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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9月 10日，新的华南分局要求，“我们

必须组织力量，用一切方法力求坚决、迅速肃清港

币，同时又要注意到港币在华南深入群众、历史悠

久的情况，实际彻底肃清是需要一些过程的”，并以

广州及其他中等城市作为港币斗争的突破口，“严

禁港币计价、流通、支付；必须通过各种组织工作，

首先在这些城市中实现对港币的禁令，但暂不限期

禁止持有，不公开准许持有”，这实际上为解放后的

港币使用问题统一了基调[2]（P187-188）。

但是关于能否使用港币的争论并未停息，华南

分局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为统一思想，分局于 1949
年 11 月 15-16 日召开财经问题讨论会，会议总结

了关于港币处理问题的 3种意见：第一种认为要马

上禁用港币，他们认为“如果不迅速禁止，则人民币

势难占领市场，一切都受港币操纵，不但财经税收

受到影响，而且将来港币必然贬值，使持有港币的

人民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禁用港币是刻不容缓的

事情”；第二种意见根据现有斗争条件的不足，如缺

少头寸，因此认为，“定期禁止港币使用，但定期不

应过长，最长也不能超过 1个月，同时也不要太短，

最短也要在半个月以上”； 第三种意见表示斗争准

备工作的时间不能准确估计，“所以要宣布定期使

用是容易的，不如暂时允许使用，不宣布什么时间

禁止，一俟时机成熟，什么时候要禁止就禁止，完全

操主动权”[30]（P50）。

会议经过反复地讨论，“第一个意见很快就被

取消，因为目前的确没有马上禁用港币的条件；赞

成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很多，但参谋长（叶剑英）同意

了第三种意见”[30]（P51）。 3种意见都有一致且明确
的原则，即坚决禁用港币，但是在禁用时间的问题

上存在分歧，因“我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暂

允港币流通，伺机禁止”的主张最具灵活性，也符合

实际，故成为华南分局最终的决议[30]（P51）。 按照会

议的指示，同月 18 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

下简称军管会）发布金字第 1号，“严禁一切外币计

价、流通或私相买卖”，但对于港币，“为维持市场

交易起见，可在短期内按照银行牌价，暂时行使，俾

人民获有兑换的充裕时间”，并允许民众拒用港币[30]

（P356）。 次年 2 月 3 日，广州军管会颁布金字第 2
号，“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在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

及私相买卖”，至此，港币正式在广东禁用[30]（P395）。

从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形式，在坚持原则的前

提下制定灵活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港币

使用问题的关键。

其次，是港币的收兑问题。 港币在广东的流通

数量极大，宣告作废不现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

收兑，这样既可以在民众中推广人民币，又能增加

外汇储备，这一过程中，港币收兑最关键的问题是

港币牌价的设定。 此前，广东各解放区曾为收兑港

币设立牌价，各地基本是港币 1元兑换裕民券或南
方券 2 元，粤东等地出现过“南方券对港币比率是

1.65元兑 1”的局面[31]。 南方券、裕民券等均是地方

货币，广东解放后，人民币要成为市面唯一流通的

货币，地方货币将予以收兑，因而，解放区的牌价不

能作为标准。 华南分局在设定港币兑换人民币的

牌价时，主要是借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在华

北、华东、华中的规定。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战场

不断向南扩展，南方又是港币流通的重灾区，1949
年 4月起，港币的牌价在不断走高，从“港币每元兑

人民券 110元”攀升至 9月份的“兑人民劵 510元”

（具体浮动见表 3），增速之所以如此快，其中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提高牌价以增

加民众的兑换意愿，从而加快港币的收兑进度。

表 3 1949年 4-9月港币牌价浮动表（局部）

注：以上数据均源于 1949年 4-9月的人民日报

1949年 9月，解放广东已经迫在眉睫，所以确

定港币牌价也就提上议程。 华南分局于 9月 27日
专门致电华中局财委并中央财委，汇报了关于港币

比价的建议：最近人民币向广东发行，我们按照你

们规定银元 1 元等于人民币 2000 元的比价，规定

南方券 1 元等于人民币 250 元，南方券发行时，以

港币为比价标准，定为港币 1 元等于南方券 2 元。

但南方券与港币之间并不采用固定比价，华南分局

日期 港币 1 元兑换人民币（元）

4 月 8 日 110

5 月 3 日 125

6 月 8 日 185

7 月 21 日 270

7 月 23 日 300

8 月 1 日 400

9 月 16 日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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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视对我有利情况随时更改，最近英镑贬值，港

币市场波动，有随英镑同时贬值可能，我即适时将

牌价提高，改为南方券 1元等于港币 1.5元”。 由上

可知，华南地区的人民币与港币比价在此时并不是

直接规定的，而是间接通过南方券而实现。 按华南

分局在电报中的计划，这一浮动的比价，不管是港

币 1 元等于人民币 500 元，或是等于 375 元，均与

全国的牌价标准趋向一致[2]（P250）。

广州解放之初，华南分局认为港币牌价“在华

北是固定的，但在华南要固定却很困难，因为不知

根据什么去决定，还是自由议价好”[30]（P51）。 不过，

允许自由议价就会出现“黑市不断压低人民币，抬

高港币牌价”的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以

下简称广州分行）起初规定“人民币 100 元兑港币

2 角的法定比值”[32]（P269），但“11 月 24 日，港币股

市即涨至 1479元；至 12月 4日涨至 3333元，银行

乃于 12 月 5 日把港币牌价调整为 1500 元”，黑市

价格已经左右银行的牌价[18]。 金字第 2号要求禁用
港币后，政府选择提高港币牌价以加速港币收兑，

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的方皋所讲：

“我们考虑是先要投放票子，禁用港币，挂高牌价，

按牌价收税，将人民币占领整个市场”[30]（P69）。 仅广

州“（1950年）3月 15日的银行牌价，从港币 1元比
本币 4700 元挂高至 1 比 5200 元，20 日再改为 1
比 5900元，23日更提高为 1元比 6150元”，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涨幅受黑市或者物价的影响不大，

而是银行主动的经济行为[33]。 此后，港币牌价政策

基本保持以宽松为主，这一规定成为港币斗争的重

要原则之一。

第三，港币的流入源问题。控制港币流入涉及多

个经济领域，包括银钱业、侨批业和外汇管理等，因

此港币斗争不仅要驱逐港币，更须整治港币所寄生

的行业，这些行业也是人民币需要占领的主要阵地。

银钱业在广州甚是兴盛，银钱商人为牟取暴利

多从事金融投机交易，久而形成了以广州十三行为

总部的黑市圈，“直至广州解放前，估计全市参加金

融投机的，除了居于垄断地位的四行库局和各公营

事业以外，还有 58家银行、300余家地下钱庄、20余
家商业银行、200多家金银店和 1500 余家的‘剃刀

门楣’⑤”，它们实际操纵着广州金融市场 [32]（P308）。

解放前后，港币在广东的流通额出现了一个重要的

转折，“据可靠的估计，至去年（1949 年）8 月止，港

币的发行额当在 13 万万元以上，就中一半在中国

境内流通，华东华北占 12%，华南占 88%，这样计

算起来， 在华南流通的港币为数将近 6万万元”[32]

（P344）。 港币在此时出现大规模回流香港地区的浪

潮，其在港流通量罕见地持平甚至超过大陆，“缘港

币回流多是通过银号钱庄汇回”[34]。 仅通过“三角套

汇”，“在这 3、4 年（1946 年以来）中单纯通过商业

银行、钱庄和地下金融投机商‘套汇’，帮助国内资

金外逃的，至少伸合当时的港币 20亿”[35]。 可以断

定，银钱业就是控制粤港之间港币流动的基地，倘

若治理港币问题，须先治理银钱业。

因为侨乡的缘故，侨汇在广东经济中占有重要

地位，“广东 600 余万华侨，照战前统计，每年侨汇

达 8000万美元，合当时中国币值为 26000余万元”
[29]（P339）。因国民党时期的金融乱象，又遇恶性通货

膨胀，加上官僚资产阶级掠夺侨汇，所以侨汇以港

币为解交工具，且华侨因恐汇款归国遭受国民党政

府之掠夺，多以货币或货物形式集中在香港地区，

所以，侨汇必须通过黑市转换为港币以减少损失，

再将港币寄回国内。 这就造成侨批业和黑市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使得侨汇成为港币流入内地的来

源之一。 解放前，粤港之间人员来往自由，并无严

格的海关限制，又因经济联系密切，从事两地贸易

的商户均以港币为通货，港币可以作为支付工具自

由携带出境，即便国民党政府名义上实施了外汇管

理，但实未妨碍港币在贸易中的流通。 此外，华南

走私问题由来已久，由于接近港澳，走私商容易使

港币循环周转进来。 不管是银钱业、侨批业或是外

汇管理，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彼此交

织，牵一发而动全身。

潮汕解放区曾发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要求

各批局应将所收侨汇向裕民银行兑换成裕民券，再

分发给各侨眷，“外国商民等进入本解放区时，应将

所携带的外币向裕民银行兑换裕民币”，实现区域

范围管控港币流入源[26]（P269）。 解放之初，华南分局

忙于港币使用和牌价问题，“其他如是否准许港币

出口、外汇管理、吸收侨汇、海关税则一系列问题”，

并未立即统一政策[30]（P300）。 由于港币斗争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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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州市军管会于 1949 年 12 月 7 日公布《华

南区外贸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区私营银钱业暂行

管理办法》《华南区外汇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与港币

密切相关的规定，表明政府优待侨汇、严控私人资

本、打击投机的态度，通过强制性政策切断港币流

入内地的渠道，止住源头，将港币纳入政府管理之

下，这正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意义所在。

港币政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要切断港币继续

流入就必须严控港币流入源，要实现收兑就必定禁

用港币，要使港币消失于市面就必然收兑港币，三

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统一于港币斗争的全过程。

四、港币斗争的分阶段开展与港币
问题的成功治理

在广东解放的过程中，华南分局逐步制定了港

币斗争的重点对策，即主要从解决港币的使用问题、

港币的收兑问题、港币的流入源问题 3方面着手予
以治理，解决港币问题。 广州解放之后，华南分局

遂据此开展港币斗争，在“结束帝国主义的经济侵

略，使人民币得占领市场”的目标指引下，金融领域

的货币斗争迅速在广东各地陆续开展[18]。 这场斗争

以港币为主要斗争对象，以广州为主要的斗争中心，

历经排挤、禁用和人民币下乡 3个斗争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广州解放起到 1950年 2月 3日
金字第 2号颁布止。 该阶段主要采取排挤的手段，

打击重点就是地下钱庄、剃刀门楣等从事投机的私

营银钱业，目的是将港币由市面打入黑市乃至回流

香港地区，确立人民币的合法地位。

解放军挺进华南之际，中财委便对即将开展的

港币斗争作出指示，“两广收复时对港币态度，应是

逐步压缩，扩张本币阵地，为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

一般可以采取坚决肃清排挤为主，辅以港币存款及

兑换的方针”[24]（P185）。 中央的目标很明确，以稳扎

稳打的战术，蚕食港币在华南的流通区。 华南分局

遵照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先打击港币，后禁止金银

流通，港币以排挤出口为主”[2]（P323）。 广州一经解

放，暂代人民银行执行业务的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就

规定：自 1949年 10月 19日始，中国人民银行人民

币 2000 元等于银元 1 元，港币 1 元等于中国人民

银行人民币 500元[32]（P267）。11月 2日，中国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成立，宣布“各大公用事业及铁路交通

一律收人民币”，进一步在市场中强化人民币的法

定地位[32]（P268）。 但“匪特奸商通过地下钱庄，重又

企图低折人民币，这使某些正当商民为谣言所惑，对

人民币信用略持怀疑态度”[32]（P275），市场计价支付

皆以港币为单位。 11月 18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

金字第 1 号，允许港币暂时行使的同时，要求一切

税收、公营及公用事业机关必须使用人民币，同时

人民有拒用港币之自由。 此后，地下钱庄等在黑市

继续进行投机活动，致使人民币遭到人为的低折。12
月 3-4 日，华南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认为“地下钱

庄及剃刀门楣严重扰乱金融秩序， 决定于明日（5
日）下午全部捕捉、处罚”[30]（P62）。 次日，广州市政

府组织人员对十三行一带地下钱庄进行全面扫

荡，“共计地下钱庄被扣的有 428名，街头钱档被扣

的有 710余人，合计共有 1100余名”[32]（P287）。 “一

二·五”之后，地下钱庄受到重大打击，广州的私营

银钱业得以整治，并“完成了 500 余名金融罪犯应
得的惩罚”，对金融投机者予以严厉的惩戒警示。 在

此之前“人民币在天天贬值，由开始 500 比 1 一直
泻至 4000 比 1”，经此之后，港币黑市几近于 12月

5 日所规定之 1500比 1 的牌价，这一变化是“由于

市面已无此辈投机奸商之炒卖捣乱，低折人民币之

现象已形减少”[32]（P302）。 该情况一直持续到次年 2
月，广州的港币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在广东其他地区，港币斗争也同时开展。 由于

潮汕区港币斗争开展较早，有一定基础，故而汕头

军管会在金字第 1号命令后严禁港币流通，要求一

律使用人民币，并组织港币收兑，“至本月（即 1949
年 11 月）14 日止，该行（中国人民银行汕头支行）

已兑入港币 568259元”[36]。 但市场仍有不法商人的

金融投机，汕头军管会再次规定：拒收或低折人民

币，暗中使用港币，一经查出，定予依法严惩。 梅县

军管会针对华侨众多的情况成立侨汇工会，议定不

得暗交港币。 鹤山、新会、三埠等地军管会公布金

融条例打击货币投机，开平军管会甚至成立由商户

小贩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规定一切交易以人民币

为本位”[37]。 “（至 12 月）潮汕、兴梅已禁止港币流

通，东江、北江亦开始禁用”[38]（P30），而“粤中珠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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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则经过一个暂准混合使用的阶段，配合广州军管

会的命令在（1950年）2月后才禁止行使”[20]。

宣传人民币亦是斗争的重要任务。 “一二·五”

后迎来宣传“反金融投机，拥护人民币”的高潮，“用

教育方法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来巩固金融，稳定物

价”，各界群众纷纷参与，其中学生是这场宣传运动

的主力军[32]（P286）。 但是诋毁人民币的报道时有出

现，如朱光指出，“有些报纸譬如《现象报》还说我们

的人民币是新币，故意贬低我人民币的价值”，类似

情况的还有《越华报》，华南分局都予以了严肃的处

罚，在舆论上捍卫了人民币的信誉[30]（P46）。

第二阶段是从 1950年 2月 3日发布金字第 2
号起至 3 月中旬止。 该阶段人民政权对港币展开

了全面的打击，完全禁用港币，以收兑为主要方式，

通过调整牌价以大量收兑港币，同时斗争黑市。

1950年 2月 1日，华南分局召开“禁用港币调

整牌价”会议，指出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觉得可以

实行禁用（港币）了”[30]（P69）。 次日，广东省人民政

府举行特别会议，一致认为“今天禁止港币流通，是

最适当不过的”[32]（P333）。 3 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

金字第 2号，要求禁用港币，但准许向银行兑换，指

明 2 月 10 日后如仍有使用或私相买卖外币者，则

以破坏金融论处。 人民币主要是以生产品作为稳定

币值的准备，因而政府集聚物资以支撑人民币收兑

港币之信用，如华南粮食公司抛出 5000余担大米，

使某些投机商人捣乱不逞[39]。 同时，中国银行广州

分行制定《优待外币存款办法》，规定在 2 月 11 日
以前存入外币存款，可按侨汇享受优待牌价。 广州

市各区银行也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派出流动卡车收

兑等方式，方便群众兑换港币，“从 3 日至 10 日一
共存兑港币 9502977.29元，其中原币存款 6813651.39
元，兑换 2689165.50 元”，人民币在市场流通的阻

力骤减[32]（P360）。 11 日之后，由于市场仍有使用港

币行为，广州各界举行了禁用港币宣传运动并成立

专门委员会，港币收兑工作更为顺展。 3月 4日，广

州市军管会颁布金字第 3号，公示携带及使用金银

外币处置办法，并规定告密奖惩办法，14 日，人民

银行华南区行发布通告，准许私营银行钱庄歇业，

市场上的金融业务基本被国营银行收回办理，黑市

的生存空间锐减，这无疑是对黑市的根本性打击。

在其他地区，“潮汕、兴梅、北江、东江各区早已

于去年（1949年）11月底，便已分别严禁港币流通，

两个月来，港币已在市面绝迹，人民币完全替代了

港币的地位”，于是在这一阶段的打击重点就是黑

市，各地通过组织纠察队，“扫荡地下钱庄，严办不

法分子”[40]。 粤中的三埠区、江会区、台山县等军管

会于 2 月 3 日同时发出布告，“限期禁止港币流

通”，由于粤中“流通港币甚为普遍，且已深入农

村”，故当地政府一再予以时日，让人民有时间来兑

换人民币，并协同地方邮局进行收兑[40]。

第三阶段是从 1950年 3月下旬到 12月底，该

阶段是在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币值已达稳定以

及构建全省金融网等情况下开展的，斗争重心从城

市向农村转移，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收兑港币，组织

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1950年 3月 26日，为贯彻中央财经统一，华南

财委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港币斗争的前期成果，与

会人员一致认为，各地禁止了港币流通，“把数十年

霸占和操纵金融物价的港币打入黑市，并与投机商

进行了斗争”，指明了是年金融工作要“肃清外币、

打击硬币，扩展本币阵地”[41]。 随即，人民银行华南

区分行召开会议，指出本币阵地未够宽广，“还要求

多带钞票到各地去”[42]。 由于财经统一工作的制度

化执行，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如广州市在 4 月中旬

“（物价）跌势才稍微缓和而逐渐稳定于新的水平”[43]。

城市虽已稳定，“但是广大的乡村仍是港币占优

势”[44]。 随着人民币币值不稳、缺乏物资支持的情况

发生了根本改变，对散布在农村各隅的港币予以收

兑的时机业已成熟。 广东各地纷纷成立了货币斗

争工作委员会、禁用外币委员会等，有组织地收兑

港币，推动人民币下乡，如粤中区在 5 月便兑换港
币 5196415元，人民币在较大的市镇已基本占领市

场，并逐步深入了农村。 从汇款看，如惠阳汇入老

隆比接收老隆汇出的（人民币）多了 10 倍，这说明

人民币不仅占领了城市，而且正向交通不便的内地

农村前进[44]。 此外，流动收兑成为收兑港币的主要

方式，广州曾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市郊流动收兑，仅

东圃一地平时每日收兑港币 2000 元，圩期收兑港

币 4000元左右。 7月 11日，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举办联席会议，将“以港币斗争为中心工作，坚决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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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港币，使人民币占领整个市场”确定为下半年的

工作方针[45]。 到 8月中旬，东江、珠江、粤中、潮汕、

西江等区的大城市已完全杜绝港币的公开流通，人

民币在大部分一般城镇占领了市场，在 50%左右的
乡村也普遍流通了[22]。 黑市在此前便受严重打击，即

便是情况最为严重的广州，港币黑市已经失去了操

纵物价的能力。 11月 7日， 省分行颁布省金字第

493 号，要求“各中心支行应即加紧督促各支行于

11月以内立即采取行动，对打击当地金融黑市活动

视为当前主要工作之一”，这使得黑市活动空间微

乎其微，隐藏于黑市的港币将被彻底逐出市场[46]。 值

得注意的是，人民币下乡是与“各县普建（金融）机

构”配合开展的，“在 3、4、5 三个月的斗争中，人民

银行在各市镇增设兑换处共 322处，得到各地人民

的欢迎，港币收兑量激增”，以广州为例，“3月中旬
以后每日最高量增加了 100倍”[18] 。 至 6月份，“全

省建行达 86个”，在“推动人民币占领市场”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47]。 该阶段斗争成果显著，人民币深入

农村的同时，大量港币被收兑，截至 1950年底，“本

省民间的港币数量估计已不超过 5000万之数”，港

币基本上被驱逐，人民币统一广东市场[20]。

港币斗争开展的同时，其他货币斗争亦有序进

行。 首先，金银作为硬通货，政府通过强制性命令

迅速将其回收，以充当国家储备。 其次，南方券因

流通时间较晚，仅在潮汕等地广泛流通，除采用牌

价兑换外，政府还从细节入手进行管理，如以南方

券汇款者，一律加收四成手续费，从而逐步改变民

众使用南方券的习惯；银元流通量相对较大，“初期

除禁止市面行用外，采用低价冻结政策，以免大量

收兑，影响货币发行”[20]；在南路也进行了驱逐越币的

斗争。 此外，1950年下半年，广东市场上出现了伪

造的“一千元票”“万元票”人民币假币，华南分局随

即又展开了反假的货币斗争。 上述斗争均在 1950
年底前后顺利完成，广东金融乱象得以彻底整治。

五、港币问题治理的成效
及成功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

持，通过灵活有效的政策，经过艰难的港币斗争，广

东的港币问题得到了成功治理。 不仅实现了港币

的禁用，还止住了港币的流入，真正达成前所未有

的禁而能止，根除了这一困扰广东百年的痼疾。

港币问题治理的成效集中体现在港币的转移

情况。 所谓港币的转移情况，是指港币由分散的钱

庄、商户、民众手中转移至政府集中掌握。 而政府

集中掌握后亦有两种安排：一是充当外汇储备，港

币属于外币，足够的储备有益于稳定人民币在外汇

市场的地位，虽然存兑港币之目的“主要在于使港

币迅速退出市场，而不是为了掌握”，但是握有一定

量港币“又保证了需要时有可用之头寸”[2]（P188）。 二

是抛出港币赴港采购物资，如华南分局曾将大量收

兑的港币转交至香港地区华润公司， 这笔财富在

“冲封锁、反禁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华润公司利

用港币为内地抢购、抢运大批的急需物资[48]。 采用

该办法的还有越币斗争，“南路区把越币汇集至东

兴一带，组织商人，将它退出国境，换回物资”[22]。 因

此，港币治理的成效既体现在人民币统一了市场，

又体现在对收兑的港币进行了最优化处理。

广东港币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实现了由

以往时期的禁而不止到禁而能止的转变，根本原因

在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港币斗争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国家主权获得

了独立和完整的地位。 港币问题是近代中国政治

主权、经济主权、金融主权丧失的产物。 港英政府

推动港币流入广东，将其作为对内地经济侵略的“先

锋”，通过成本极低的纸币来操纵广东乃至华南地

区的经济社会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中，内地中央和地方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禁

止或者抵制港币，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

是失败的。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国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在政治上、经

济上都有比较强的依附性。 这种状况又必然导致

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的丧失。 因此，无论是当时的

清朝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力解决广东的港

币问题。 尽管早在 20世纪 20年代，有人对港币问

题损害国家主权已有认识，尖锐地质问“关税不能

改取保护政策，犹可谓为条约所缚束，人禁我毫银，

而我乐用外国之货币，又果何为焉”[7]。 有些商户也

自发地采取行动，抵制港币，如梁培基香港地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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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以省毫为本位”，港币则加收费用[49]。 民众主权

意识已经高涨，但当时的清政府没有足够的意愿和

能力充分发动群众抵制或禁用港币。 新中国的成

立意味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中国成

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国家，切断了对帝国主

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这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政府能够坚决地、彻底地进行港币斗

争的根本原因。 港币斗争也是一次国家主权的教

育，在斗争中，民众受到了反对经济侵略的教育，树

立了强烈的主权意识。

港币斗争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国家真正实现

了统一。 发行统一的货币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责

任，同时也是国家统一程度的反映。 国民党政权虽

然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内部派系林立，统

一货币的工作困难重重，始终没有彻底实现。 1930
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广东地方抵制

之意明显，“粤人对粤省毫券之现金准备，具有成见，

不愿其运出省外”，地方与中央对立的情况还有“陕

西拒交准备金”“华北自铸辅币”等[13]（P697）。 港币问

题属于经济侵略，本非广东一地之力就能解决，一

无中央支持，二无统一货币，实难阻止港币流入。

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得以解决，国家实现

了真正的统一，中央对地方实现了有力的领导。 广

东港币斗争就是一场由中央统一部署、各地方协调

执行“人民币统一市场”的行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港币斗争得到了物资支持，如为保证城市

粮价不受港币影响，广东曾从“武汉拨（粮食）7.5万
吨，农村购买（粮食）10.5万吨，公粮拨 12.5万吨”[38]

（P10）。 二是港币斗争得到了资金支持，如收兑港币

过程中，“广州本币（人民币）缺，（中央指示）可以由

华东上海运 2000亿来”[30]（P69）。 正是“全国一盘棋”

才使得广东港币斗争有着坚实的保障。

港币斗争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新生人民政权

树立了良好的信用。 纸币的本质就是政府发放的

信用凭证，政府信用丧失最直接的经济原因就是由

滥发货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政府在币制

改革之初还能做到稳发货币，如 1936 年收兑粤毫
所增发之法币储备尚需符合规定，“方不致动摇中

央法币之信用”，而后便出现滥发货币现象，造成恶

性通货膨胀[13]（689）。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是相互关

系的，如若货币信用丧失，就代表政府的公信力的

丧失；政府失信，本币缺乏信用保障，就会给外币流

入提供空间。 这也是港币问题长期在广东存在的

重要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前后港币斗争之所以能

够迅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着极

高的信用，这是南方券、人民币在市场流通的重要

支撑。 如解放军挺进广东之际，人民币就迅速地“以

极高信用流通市面”，这种信用是新政权的人民性

所赋予的 [50]。 需要指出的是，侨汇对国内货币的

可信度反应最为敏感，但其在解放后大量直接汇入

内地，这说明人民币是可信的，也证实了人民政权

的公信力。

港币斗争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

高超执政能力。 广东港币斗争进行之时，虽是中国

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初期，但由于长期革命斗争

的锻炼以及局部执政的经验，故而中国共产党体现

出了高超的执政能力。 在港币斗争的一些重大决

策中，华南分局能够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如在

禁用港币的时机问题上，其经过充分的讨论，从实

际出发做出了分阶段禁用港币的决策。 华南分局

还能够科学地运用市场手段进行港币斗争，如在收

兑港币的过程中，其有意识地大量投放人民币，让

人民币适当贬值，以提高民众兑换的积极性。 华南

分局在港币斗争中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实行群众路线，组织群众宣传，让广大群众以主

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斗争的全过程，并扮演着重要角

色。 针对港币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华南分局亦凭

借执政地位在斗争中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予以解

决，如对地下钱庄及剃刀门楣进行全部抓捕、处罚，

使得港币黑市受到重大打击。 上述事实无不证明

港币斗争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艺术和执政能

力的有效实践。

国家主权、国家统一、政府信用、执政能力是能

否成功打赢港币斗争、治理港币问题的关键因素，

新中国在这场考验中交出了完美的答卷，港币斗争

是“新”“旧”中国鲜明对比的真实写照。

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之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

融风险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投机屡见不鲜，国与国

之间的货币斗争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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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币斗争是抵御外部经济侵略、打击外部金融投

机、治理金融难题的典型案例。 港币问题的治理历

史久远，以斗争、治理的方式解决港币问题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高超执政能力。 这种

斗争思想、斗争方式、治理方式等对当今金融工作

仍有重大意义。

注：
①当时或称为人民券，此处所指人民币均为旧币;1955年发

行人民币新币，新币与旧币兑换比率为 1:10000。

② 1949年 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同年 8月，根据中央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由叶剑英担任第一书记。 新的华南分局统一领导广

东、广西和香港地区工委。

③ 因该时期香港地区发行货币中有银元和其他金属辅币，

为作区别，故将香港地区纸币称为港纸。

④ 西纸即港纸，参见区季鸾.广州之银行业[M].国立中山大

学经济调查处，1932.

⑤剃刀门楣，即银钱找换的小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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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Dollar Issue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Origin,
Governance and Market Unification

ZHOU Yun, MENG Xin-ke
(College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ist aggression, the Hong Kong dollar has long
manipulated the Guangdong market, resulting in Hong Kong dollar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Guangdong for a century.
The Hong Kong dollar issue is essentially an issue of economic aggression under the loss of weak sovereignty. Mainland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periods tried to promulgate ban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in
Guangdong. but the Hong Kong dollar are still hard to ban. Due to the failed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by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financial disorder and currency chaos were almost out
of control.The Hong Kong dollar took advantage of its long-established credibility to stabilize the Guangdong market,
which made the Hong Kong dollar a more difficult issue to resolve. The credit degree of currency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test whether a political party can firmly lead the political pow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angdong launched a special and difficult Hong Kong dollar struggle from the liberated areas to the
whole provi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order to tackle the Hong Kong dollar problem at its root ,the CPC
formulated policies of using, receiving and inflow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in a step-by-step and planned wa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credibility of RMB and removed the Hong Kong dollar from the mainland through a campaign
of three stages of exclusion and banning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sending RMB to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Hong Kong dollar struggle, Guangdong not only resolved the difficult issu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removed the
Hong Kong dollar from the market for the first time, but also accomplished the major task of making RMB the unified
currency in the market, and solved the Hong Kong dollar problem in a way of struggle and governance, demonstrating
the superb ruling ab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financial work. Such fighting ideas and
governance methods are still of significance to today’s financial work.

Key w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Hong Kong dollar issue; currency wars; RMB; credit; economic
invasion

05-11（01）.

[34] 某大外商银行方面透漏，港币回笼已有迹象[N].华商

报，1949-05-05（03）.

[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 26 辑）[M].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1982.229.

[36] 汕头内外贸易旺盛[N].南方日报，1949-11-30（03）.

[37] 鹤山新会各地取缔金融投机 开平成立评价委会[N].

南方日报，1949-12-07（02）.

[38] 广东省计划委员会《经济计划志》编辑室. 广东省经济

计划文件选编（1）[M]. 广州：广东省公安厅印刷厂，1990.

[39] 稳定物价 打击投机[N].南方日报，1950-02-05（01）.

[40] 全省坚决驱逐港币[N].南方日报，1950-02-06（03）.

[41] 华南财经会议胜利闭幕[N].南方日报，1950-04-20（01）.

[42] 人民银行华南区分行举行首届金融会议[N].南方日报，

1950-04-20（01）.

[43] 统一财经后本市物价稳定[N].南方日报，1950-04-14

（01）.

[44] 人民币深入到广东农村[N].南方日报，1950-07-04（01）.

[45] 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主任行长联席会议闭幕[N].南方

日报，1950-07-20（01）.

[46]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配合有关机关大力打

击金融黑市的指示[J].广东政报，1950，（01）.

[47] 省人民银行属下各行处建立机构推展业务 半年来获

很大成绩[N].南方日报，1950-07-16（02）.

[48]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红色华润[M].北

京：中华书局，2018.476.

[49] 梁培基香港支店以省双毫为本位之声明[N].广州民国

日报，1924-07-28（05）.

[50] 我军向广州西南挺进[N].人民日报，1949-10-20（03）.

【责任编辑：周琍】

·160·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第 39 卷


